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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16日（农历），我出生于

上海。父亲是上海招商局职员，兄弟姐妹

7人，家境比较拮据。我们兄弟5人读书都

十分用功，以大哥为榜样，他走路时大声

读英语和德语，是我们经常效仿的行为。

在上世纪70年代，他为我国成功制造的第

一台原子对撞机作出过贡献。解放前他是

中共地下党员，我在中学时受他的影响，

于1950年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

年在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夏，新中国的大学招生实行华

东区、华北区分区招生。我在上海大同大

学附中二院高中毕业，就报考华东区复旦

大学和华北区清华大学的生物系，结果是

两校生物系都以第一名成绩录取。录取名

单在上海《解放日报》等报纸上按分数次

序明榜公布。我当时年轻思远行，就选择

了清华大学。

我选择生物系，主要是受大同附中二

院生物学老师华汝成先生的影响，他在中

华书局兼职，是我国当时仅有两本《普通

生物学》的作者之一，另一本作者是陈桢

先生。后来我到清华有幸成为他的学生。

我在1950年8月由上海坐火车赴北

京，那是清华在华东录取学生专列，要开

几天几夜，学生们都横倒竖卧地躺在车

厢地板上，我和翟中和(后为北京大学教

授、中科院院士)还有不少后来成为生命

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火车上就认识了。

我到清华大学两年后，全国院系调

整，清华大学生物系与北京大学、燕京大

学生物系合并，我经北大沙滩校址又到燕

园，成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三年级学生。

我的大学四年是得天独厚的教育生涯，各

门课程的教师都是我国第一流的学者，陈

桢先生的“普通生物学”，李继侗的“植

物生态学”，张景钺的“植物形态解剖

学”，殷宏章的“植物生理学”，方心芳

的“微生物学”，李汝祺的“遗传学”等

等。值得一提的是“植物分类学”由我国

各科最权威的学者讲授，如秦仁昌、吴征

镒、陈榕等。四年来我亲受大师们学术和

做人风范的熏陶，深感是世上最幸福的学

子。1952年，我参加了全国几所大学为我

国橡胶种植事业而进行的海南岛和雷州半

岛的橡胶宜林地调查，这是我第一次较长

时间的野外工作，受到复旦大学生物系朱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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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丞、曲仲湘教授的野外指导，与北大李

继侗教授后来讲授的苏俄学派互相补充、

相得益彰，使我这个一辈子与植物生态学

打交道的人受益匪浅。

1954年5月，我受命提前大学毕业，

到林业部报到，参加由苏联派来的百余名

专家组成的森林航空调查测量队，他们是

前来协助我国进行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森

林资源清查工作的。在调查基础上要编制

开发利用规划和实施技术方案，其中包含

地面调查队，即要划分森林类型，调查森

林组成结构，测量森林蓄积量，绘制林型

图和林班图等，涉及认识森林植物，划分

森林类型等植物学知识。每名苏联专家，

配合一名中方人员，我担任中方林型组组

长，是苏方林型组组长巴拉诺夫的搭挡。

我边学习边工作，他们用的是苏俄学派

的植物群落学方法，与我在大学学的一

致。这次野外工作从5月到9月，达4个月

之久。在原始林区，我往往要背几十斤重

的行李，每天行走几十里进行调查地的转

移，但我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却享受到

大自然的美丽与博深。我贪婪地学、听、

记，当时每件事留下的记忆都十分深刻，

至今我到大兴安岭林区，还能一一说出大

多数植物种的拉丁学名。可惜，当时在大

兴安岭用的植物鉴定书是苏联用于西伯利

亚地区的，虽有不少种相同，但实际上往

往有误认，后来才纠正过来。后来我国才

有全国和区域的植物分类研究成果，使我

们有了国家和地方的植物志。

第二年即1955年，我们辗转大西南，

到滇西北、川西高山林区调查。在那里，

我深深认识到前苏联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已

不适合我国南部复杂的森林植被。这一认

识促使我后来比较系统地学习钻研欧美等

其他大小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发现各学派

都有其发展的自然背景和存在的优缺点，

使我感到应集各家之长，并针对中国非常

复杂气候地理区的不同森林，建立自己的

森林群落学派。在上世纪90年代我做了一

些尝试，虽然有所收获，也有所进展，但

距离建立中国有特色的植物群落学派的目

标还有很长距离。也许在今天多样化的时

代，已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可以通用的群

落学理论与方法，而应着重于各异的区域

水平上的应用效果。

在接触大自然的生涯中，我体会到向

大自然学习，善于观察，勇于思索，有无

尽的收获和收获后的喜悦。大自然可以把

自己的知识变活，并不断激发思想活力，

大自然培养人观察事物的能力，锻练人思

维分析能力。1984年五四青年节，在中国

科协举办的青年报告会上，我就自己的感

受作了主题报告。我至今仍认为到大自然

中去，是一个生物科学工作者取得成就的

动力和源泉。

1957年，我被选派到苏联科学院森林

研究所进修，有幸从师于苏卡切夫院士。

苏卡切夫院士不仅是地植物学派创建人，

也是国际植物学和生物学理论的权威。

他知识渊博，而且不畏权势，与李森科的

伪科学和学阀作风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

种精神和品格使我钦佩不已，引为自己的

楷模。我在苏联不追求学位，只求多学理

论、多掌握研究方法，多考察野外定位研

究站。

1959年10月，我回到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从此就没有离开过林科院。我在苏

联科学院的两年，重点考察了苏联森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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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理群落(即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

观测研究站，学习他们如何研究揭示森林

生态系统的功能。我感到森林对人类是多

么的重要，它们不仅是生物产品(木材和

非木材产品)的生产者，而且只有把它们

的内在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过程所形成的

系统自身维持机制和对系统外的生态、环

境功能揭示出来，才能使人们认识它们的

重要性，使它们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的生存

和生活环境。因此，我就决心以此领域的

研究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1960年，我们在川西米亚罗与四川省

林科所合作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森林生态定

位研究站，对亚高山针叶林开展了综合性

的多学科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包括森林

组成、结构、生物生产力、更新演替、水

分、养分循环、能量利用以及物种相互关

系等内容，这阶段的研究论文是我国此领

域中经常被引用的文献。

1980年后，我还对海南岛尖峰岭热带

林、江西大岗山杉木和毛竹林开展定位研

究，并为林业部建立起林业系统的生态定

位站网络，目前这一网络已发展有18个定

位研究站。1985年起，我被国际林联亚高

山生态组选任为副主席和主席，先后工作

达8年之久。我通过研究，分析了我国亚

高山针叶林与寒温带针叶林在发生上的历

史联系和相对独立性，提出我国西南亚高

山森林的发生在生态学上受外区成分水平

幅凑、垂直分异和区域内部差异的生态隔

离三过程所影响的学术假说。我在加深认

识亚高山森林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川西高

山森林经营应以水源涵养作为主要方向，

这成果成为我国建设长江中上游水源涵养

林体系工程项目的理论依据。

1990—1995年，我主持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规律研究”，我国一些知名的植物

生态学家都参加了这个项目。在充分考

虑中国非常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我提

出了一个统一的森林群落分类框架，采用

亚建群层片和生态种组相结合的二元分类

原则和方法，建立了一个体系框架。上个

世纪90年代，我的工作通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研究，涉及到海南岛热带森林的

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热带林退化机制和

恢复生态学等问题。在20世纪末，我开始

涉足森林可持续经营问题，这是目前国际

上正在推动的科学进程。由于世界森林大

面积的破坏和减少，已成为温室气体（主

要是CO2）浓度增加、促使全球气候变暖

的第二位因素。世界已关注保护和发展森

林，积极营造森林，以增加CO2的汇和保

持森林所蕴育的生物多样性，并逐步使森

林采伐利用纳入“认证”制度之下。我作

为中国派出的专家，参加了国际蒙特利尔

进程以制定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研

制和推动执行，我还致力推动我国制定国

家水平和地区水平的这些标准与指标。

我很庆幸自己能成为一个以森林为主

要对象的林学工作者、生态学工作者，我

也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林学、植物

群落学和生态系统学理论与实践由无到

有、发展壮大的时代，有幸为我国森林群

落分类、地理分布、结构与功能定位研究

做了些有意义的工作。我也非常乐意与年

轻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工作，在培养和帮助

他们的同时，也觉得自己思想上、心态上

仍然年轻，还想为我国的林业科学技术和

植物生态学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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